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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低乡”究竟有何不同？

———《垂虹问俗》读后

赵世瑜

　　摘　要：《垂虹问俗》是吴滔与佐藤仁史继《嘉定县事》一书之后讨论江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
的又一部著作。该书利用田野调查所得口述资料与地方民间文献，对吴江县部分地区自明代至
今的社会变迁加以审视。由此书所论可以尝试提出一系列新的假设：既有江南研究是否存在同
质化的问题；现存吴江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否可以置于一个水上人向岸上人转化的脉络中进行考
量；既有江南研究的“市镇史脉络”或“现代化路径”是否是理解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唯一方式。
这些都值得学界认真反思。
关键词：《垂虹问俗》；江南低乡；吴江；水上人；岸上人

《垂虹问俗》是佐藤仁史和吴滔继《嘉定县事》一书之后又一部关于太湖流域社会与文化的著
作，合著者还有张舫澜和夏一红。

如果将两书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下列几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从时段上看，前书涵盖了明清两代，而本书除了对《致身录》一书的讨论以外，基本上集
中于晚清以降的近代时期。虽然在两书的“绪论”中均未明说，但从我个人的读后感来说，似乎前
书所显示的更多是历史的连续性，而本书开始揭示了某些变化。这并不是说前书所讨论的历史过
程没有变化，而是这些变化并未完全溢出这个过程之外；也不是说本书所揭示的变化完全取代了
连续性，而是想说这些变化是后来加入这个过程的新因素———如果新的因素全面或大部替代了旧
的因素，一个新的区域社会－文化结构就出现了。

第二，从地域上看，前书集中关注嘉定一县，而本书貌似涉及的范围更为广阔，因为书的副题
用的是“江南”这个概念，但细细读来，实际上又多与吴江相关。《致身录》一文讨论吴江，分湖柳氏
一文讨论吴江与嘉善界邻地区，天主教一文以太湖流域为空间范围，具体研究涉及上海和苏州，船
民上岸一文则集中于吴江的庙港，刘王信仰一文关注吴江的北厍，此外，关于庙会、宣卷、山歌的几
篇均为对吴江芦墟等地的研究，可以说，本书是关于吴江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苏州乡下的研究，

只是在解释本书书名的时候，作者才不经意地把这一点指出来，并未对此加以强调，或许作者另有
深意。

第三，从主题上看，前书称赋役财政制度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而且森正夫先生也正是围绕这
条主线对该书进行评说的，而本书虽然没有明确申说，但基本上关注的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

与前书不同的是，国家和制度不是本书的主角。本书书名《垂虹问俗》，根据作者的解释，“垂虹”是
吴江的代指，“问俗”则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民间信仰及其发挥的民俗作用，阐明基层社会的人
际关系与共同性”，二是指“直接到田野积极收集有关民俗信息的方法”。因此，无论是研究的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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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还是研究方法，都是“民俗”，这大概是作者要我这个有民俗学履历的历史学者来写这篇序言的
主要理由。当然，为什么研究吴江就用民俗而非财政作为切入点，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第四，从方法上看，前书大体上还是文献研究，尽管使用的材料有许多是地方文献，而且正如
佐藤君在后记中提到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在田野中解读文献”的方法，但该书还是建立
在文献基础上的，因此在呈现出的面貌上更像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但后者却更偏重于田野研
究，其书名副题就是“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而不是“文献中的”或者“地方文献中的”，

就已经明确表明了立场。书中也有大量田野观察的记录和访谈的口述记录，或者说，带有人类学
民族志的特点，这更像是他们与太田出等人合编的那两本论文集的延续。因此，这就不仅是“在田
野中解读文献”了，还有了在田野中解读口述传统和仪式传统，但由于其关注的归宿是历史，因此
必会引发方法论上的挑战。

明确了以上这四点不同，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对书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江南社会，以前曾与学生合作写过关于湖州双林镇的一篇文章和关于“太
阳生日”习俗的一篇文章，但其实都不算是研究，因为没有对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有系统、深入的
了解。即使最近曾就全球史的话题，谈过一点对江南研究的期待，也只是比较肤浅的漫谈。但我
很佩服江南研究，因为这差不多是中国的区域研究起步最早、成果也最多的领域。在谢湜撰写博
士论文期间，我曾提到超越以往研究的难度很大，因为此前的学术积累甚为厚重，要对话的学者很
多。这十几年来，我随朋友们在太湖流域如苏州、无锡、常熟、松江等地，在浙江的建德、丽水、金
华、温州等处跑过一些地方，虽有颇多感触和体会，但仍然处在初级的感性认识阶段。所以以下所
论，就像我已经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本书作者与读者批评。

吴滔所撰吴江黄溪史氏与《致身录》关系一文，被置于本书的首位，指出《致身录》一书及其将
先祖粮长史彬改为建文遗臣史仲彬的做法，是史氏在万历间宗族建设的产物，又经不断努力，于清
初将子虚乌有的史仲彬抬入苏州府乡贤祠，一个传说从而变为历史。接下来的一篇讨论分湖柳氏
宗族建设中“房”的不同意义和功能，试图将家庭史置于宗族史的脉络中思考。既然“房”在地方历
史情境下扮演了不同角色，那么就这个个案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历史情境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正如《嘉定县事》没有给读者提供嘉定县地图令人略感遗憾一样，本书书稿中也没有吴江县地
图。经过查阅，我大体上知道黄溪今为黄家溪村，在吴江区正南，在盛泽与平望两镇之间；分湖原
在芦墟，地近浙江嘉善，现为汾湖区。所以全书各篇所涉区域，大体上是从西部临太湖的庙港直至
东部的芦墟，即吴江中部的一条横线上。

明嘉靖时，本地人徐师曾在为县志所写的序言中称：

　　吴江为县，当南北之冲，左江右湖，民殷物阜，盖畿辅一巨邑也。①

又康熙间郭琇所撰县志序称：

　　琇，齐人也，被命莅兹。上意其地阜而民殷足，以上供国家之急，而雄视大江以南。及初
至于境，所见茭芦弥望，凫汀鸥渚，随在而是。汪洋淼递，无培塿之阜、数里之隰。其四野居
民，如晨星落落，散处湖滨水涯，篷风蓑雨，火耕水耨，其力作不足以偿倍出，鱼鳖不足以供
租赋。②

本地人叶燮也说：

　　吴江之民，有三江五湖之利，而亦被三江五湖之害。故在官有履亩一定之常征，而在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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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倪师孟等纂修：《吴江县志》卷首《旧序》，清乾隆修、民国年间石印本，第２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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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岁登之恒产。①

前面的说法即为一般人对江南的印象，而后面的说法则与这种印象大相径庭。所以正如叶燮

接下来所说的，水利的问题是吴江发展的要害。已有不少学者如范金民、夏维中、范毅军等论及吴

江地区市镇在明中叶的勃兴，谢湜也以此认识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低乡地区开发的前世今生，但
与清人描述之间的冲突还是让我们感受到区域开发的复杂性。史氏与柳氏的个案似乎也应放在

这个开发史的脉络中加以理解。

黄溪史氏由明初粮长起家———关于江南地区粮长之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为谢湜论及———

但到万历前后发展到何种程度，以致开始建设宗族和编造建文故事，文中并未明示。“盛泽、黄溪

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②，无论史氏是否亦在此中，从他们仍然需要这种文化资源和文

中所述的收族过程来看，距离一个望族还相差甚远。至于其利用明清易代时期的微妙形势将其
“祖先”成功地变为“乡贤”，更是一种侥幸成功的投机之举。而分湖柳氏则是明末才从浙江慈溪迁

至此处，到清中叶才日渐发达，形成五大房支，再至清末达到极盛，大概是靠开发湖田（或圩田）发

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房”的多义性，除了财产分配等因素外，是否与开发过程中的参与程
度与方式，或财产的积累方式与途径有关，而不只是一种维系宗族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总之，

由于吴江县在整个苏州府之中比较特别的自然特点，即被水域分割得非常破碎，使我对这里自明

代以来的开发过程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群和社会是否有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特点，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佐藤仁史和夏一红的两篇关于水上人的文章讲述的就是另外一类人群的故事。这两篇文章
是基于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和部分现代档案而成的，由此我们知道香社组织对于这个人群的重要

性，但对于他们，包括其中信仰天主教的人群，我们需要了解其与信仰组织的关系与岸上人群有何

不同。根据文章的介绍，我们知道在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之前，几乎所有太湖渔民都加入了香社
组织，其中互助性特别重要，而５０年代后政府用渔民互助组替代了这种互助性极强的香社组织，虽

然性质不同，但在功能和形式上不能说不存在某种延续性。

说到互助性，在这里我不打算做非常广义的理解，因为几乎所有社会组织，比如宗族、行业组
织、宾兴组织等等都有互助性，而且可以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实现利益的共享。这里所谓的互助性

是指在维系生存的最低需要层面上的互助，即俗话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对于像水上人这

样的流动性很强、风险性较大，且人群边界较明显的人群来说是更为必要的。具有这类互助性特
征的，比如太湖渔民加入的“洪三会”，就有可能是明代以降的民间教门。③ 根据文中的访谈，这些

人信奉刘猛将，香社中有香头、佛娘，征收钱粮，做仪式时唱赞神歌，香社以模拟家族的方式组成，

等等，又根据本书第三部的讨论，可知这些做法与岸上人群的“宣卷”活动大同小异。这种情况究
竟是同一地域内不同人群的相互影响，或者是水上人群在上岸之后对岸上社会的模仿？还是在吴

江，由于上述地理特点，本身就是一个“水上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具有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

统？或者，他们只是登岸时间略有先后的同一人群？我们在芦墟可以听到这样的“山歌”：

　　网守船浪姐妮笃笃敲，

郎管船头姐管艄。

三张芦席两张枵，

清水里格鰟鮍相对小孩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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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写作“红三会”“洪山教”等，说明现在的人只知其音而不明由来。我甚至怀疑它有可能是清代漕帮“杭三帮”的遗存。



又如：

　　船漏网破断橹梢，

呒田呒屋呒依靠。

东漂西泊真难熬，

网船叫化像浮萍草。①

芦墟距离太湖已有一定距离，但山歌反映的仍是水上人的生活，因为这里还有分湖，整个吴江

就是“三江五湖”之地。其实太湖向东与澄湖、淀山湖之间是一片水网，芦墟以南４０里的莲泗荡，是

嘉兴向正北到吴江和苏州，再由芦墟向东去上海、向西去太湖的重要水道。据调查，过去每年莲泗

荡刘王庙的“网船会”常有数万渔船参加，分别由一二十个社组织各自船户。有些渔民还有“运皇

粮有功”的记忆，有信仰青帮祖师潘清的，说明清末漕帮解散后有部分水手散入这里的渔户②，所以

这里的香社有民间教门的特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让我们明白，讨论“文艺”与“民俗”，不能和讨论社会分离开来，否则，那只能成为“遗产”。

那么，本书第二部的三篇都是讲的刘王会或猛将会，他们和这里的水上人的猛将会究竟是同

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呢？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里的村镇、圩和水上人群或渔民社会之间

的关系。

佐藤对吴江北厍大长港村的调查研究，与日本的前辈学者的江南研究展开了对话。一方面，

本文通过猛将出巡的路线，讨论了在一个圩上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者针对滨岛敦俊

的看法，观察到村与镇的关系似乎存在另外的形态，而不像村庙（土地庙）与镇城隍庙或镇东岳庙

那样的统属关系。吴滔和张舫澜的两篇都是以吴江芦墟的庄家圩猛将会为对象的，而这里是一个

村下有若干圩，恰好与前者形成有趣的对比。吴滔的研究通过不同村落对这个象征资源的争夺与

分配，展现了这些村落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明清时期制度安排的渊源，张舫澜的文章则是３０多年前

的一篇调查报告，其中描述的陆上赛会和水上赛会并举的状况则尤为引起我的注意。

吴滔讲到“圩”不仅是一种水利设置，在明清时期也是一种计算和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处在
“图”以下一级。这个看法非常重要，抓住了这个“圩”，也许就抓住了理解低乡区域地方社会的关

键。为什么以圩为基本单位呢？因为作为赋役征派依据的土地是以圩为前提的，圩田是围湖涸出

的。这一带的许多小水域往往称为“荡”，各个村落往往称为“港”“浜”和“湾”，所以是一种被水面

切割得极为破碎的地形格局，即谢湜所谓低地小圩地区。在这些地区，村落是建立在圩之上的，其

规模和形态也是受圩限制的。但在这套赋役征派体系改变之后，原有的乡圩组织逐渐瓦解，而建

立在圩上的聚落日益增多，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大长港与庄家圩的猛将会所

显示的似乎都是这样。所以三篇文章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看来主要是清末民国以来的变化，这

时圩的重要性已经被削弱了。

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刘猛将与岸上人与水上人的关系：刘猛将是水上人的神？岸上人的神？

还是他们共同的神？光绪《周庄镇志》说“有庄家圩神者，在镇新安三白荡滨之庄家圩村，濒水立

庙，奉像其中”。庙离水多近呢？据说庙祝常常不敢住在庙内，否则睡觉时就会“身已在庙外，临卧

水滨，一转则将溺矣”。此外，也没有说这个神是刘猛将。在张舫澜的调查报告中，说刘猛将本名

叫刘阿大，元朝末年人。小时候是给地主放鸭子的③，后来有了法力，还能控制东家的船。在芦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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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等：《中国·芦墟山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２３页。

参见王水：《从田神向水神转变的刘猛将———嘉兴连泗荡刘王庙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２集，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关于养鸭，据弘治《吴江志》卷五记载，到这里来养鸭的都是绍兴人，“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这说明明代这里还有较多外
来人口，从事与圩田和养殖相关的行业。



的《刘猛将神歌》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只不过说是一个叫刘佛的小孩被后妈虐待，在外公家又被舅

妈逼去放鹅。在前述莲泗荡的刘猛将传说中，一说因蝗灾百姓无法生存，“刘承宗”率百姓下湖捕

鱼捉蟹，因不识水性而淹死于莲泗荡中，从而成神；另一说莲泗荡的几个小孩将五圣堂的神像抬出

去游玩，不想刘猛将神像自动漂过小河，来到莲泗荡岸边，乡民于是为其在那里建庙。这些情节都

说明，当地人认为刘猛将是与水上生活有关系的。

文献中记载刘猛将信仰在太湖流域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一记：“显灵庙

在东洞庭之杨湾，祠五显灵官及刘猛将，栋宇甚壮丽，不知始于何年。元时有王烂钞者重建内殿尤

坚致。元末，长兴耿元帅炳文撤去为府。灵佑庙在东洞庭莫厘峰之东麓，祀玄帝及刘猛将，建置无

考，嘉靖四十五年里士许廷璧重建。”可知刘猛将在元代便已出现，到明代也并未普及，所以洪武
《苏州府志》对刘猛将没有明确记录，只有一条说“吉祥王庙在西中街路，景定间因瓦塔而创，神姓

刘也”（卷十五，“祠祀·庙貌”），而弘治《吴江志》也没有明确记录，相关的一条是“吉祥庵在二十六

都，宋咸淳间僧智寂建。洪武中归并塔寺，宣德八年僧宗恩重修”（卷七，“寺观”），说明后来崇祀刘

猛将的吉祥庵原来是个佛寺。同书记载说，“俗重五通之神，家立小庙，朝夕礼敬”，应该是在清康

熙间汤斌毁五通等淫祠后，刘猛将才替代了五通的地位。所以，刘猛将信仰可能一直有两个系统：

“吴人又祀刘猛将，云是刘顺昌弟。而民间祀本称刘为青龙镇人，困于后母，乘潮溺亡，故披髪不

冠。”①后一个说法从明代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口碑和《刘猛将神歌》中，说明其背后可能是与刘锜或

刘承忠作为灭蝗神那个信仰系统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妨做一点大胆的假设，刘猛将是随着水上人

上岸而上岸的，就像广东的金花夫人、龙母，福建的妈祖一样。

那么，假如这一带地区圩的逐渐建立（即湖田开发）是与水上人的上岸同步的话，猛将堂这类

拜刘猛将的小庙是不是有可能本来是圩庙，而后来才逐渐随着这些人在岸上的定居和聚落的逐渐

形成变成村庙？吴滔在第六章中展示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这个庙是“庄家圩”的，并怀疑这个庙

并不属于两村中的任何一村。我们知道，在这一带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刘猛将的祭祀场所有（或

曾有）如下特征：一，与许多不同的神共处，比如自南宋到清初多与五通等杂神在一起；二，庙宇通

常较小而简陋，多立于水滨；三，在家中甚至也有刘猛将的神像，这是除了观音以外较少的现象。

如果熟悉水上人在船上拜神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三个特点都是他们的。

我们还知道，这一带地区的居民都不那么古老。如北厍最大的四个宗族，按其族谱的说法，有

两个是明初迁来，另两个是明末迁来的，其他姓氏可知。所以，除了那几个镇和十几个大村以外，

多数聚落形成较晚，而且规模都不大。再加上圩在税收体系中的重要性，以致对于这些新上岸的

开发者来说，圩的重要性可能比村更大。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有圩庙呢？

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本书第三部关于宣卷与山歌这类今天的“非遗”。

关于宣卷和山歌，在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前，早已受到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瞩目，成为这些

领域的学者研究的对象。早在明代，冯梦龙就曾搜集并编成《山歌》，“公安派”的学者也多从这些山歌

获取诗歌创作的养料。至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轫时期，作为苏州人的历史学者顾颉刚也编辑了
《吴歌甲集》，并鼓励民俗学者钟敬文编辑了《吴歌乙集》。但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并未关注这些民俗事

象和民间文艺作品，文学工作者与民俗学者则侧重于艺术特点、语言特征和思想分析。近年来，由于

民间宗教研究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宝卷，开始将宣卷活动和仪式歌置于信仰仪式活动的情境中加以

分析，但这些研究领域显然还没有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以达致互相启迪的目的。

我们知道，民俗是了解社会的切入点，这个民俗当然不止是像山歌、宝卷这样的文本，更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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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宋懋澄：《九钥集》，“瞻途纪闻·新城”，明万历刻本。



括像宣卷或唱山歌这类日常生活的行为，这些就都是科大卫强调的“礼仪标识”。那么，透过这些
“礼仪标识”，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社会呢？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中，佐藤以一位当代宣卷艺人的
宣卷活动为线索，分析了太湖流域乡村的娱乐圈和信仰圈。这篇文章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
尽管出现了宣卷活动曲艺化的趋势，但并没有改变宣卷是信仰仪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
点；另一个是从宣卷活动来看，市镇与乡村的关系日益疏离。张舫澜对芦墟山歌及其演唱者的介
绍，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中仪式歌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知道，尽管有着各种变化，山歌和宣卷也已经历了长期的传承过程，也就是说，这
个传承的机制至今依然存在。于是，寻找这个机制，就不仅是社会史的任务，也是民俗学的任务。

同时，这个机制也只能在地方历史的变动过程中去寻找。宋嘉泰《吴兴志》卷十八有云：

　　唐刘禹锡《竹枝歌》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
有情。《苕溪渔隐》曰：余尝舟行苕溪，夜闻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杂以俚语。今之舟
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谓之山歌，即吴歌也。

在元、明人的诗作中，也常把“吴歌”与水上的生活联系起来。如张光弼《湖上即事》：

　　湖柳湖波尽可怜，不知春在阿谁边。满头翡翠双鬟女，细雨吴歌湿尽船。①

再如王恽《腮鲈》：

　　鲈鱼昔人贵，我行次吴江。秋风时已过，满意莼鲈香……梦惊听吴歌，海日方苍凉。

又如胡虚白《吴歌》：

　　第四桥边枫叶秋，青裙少妇木兰舟。月明打桨唱歌去，惊起芦花双白鸥。

江悠悠，挽使舟。吴人歌，歌邓侯。江水东流去不返，邓侯邓侯舟莫挽。②

我一直诧异为什么江南水乡的民歌被称为“山歌”，至此方知所谓山歌或吴歌，其实早期是水
上人、或至少有很大比例是水上人唱的民歌。这一下就把山歌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和我们前面分析
的地方社会贯通了起来。

至于所谓“宣卷”，就是宣唱或宣演宝卷，是明代中叶以来的民间教门中最常见的日常仪式活动。

由于自明以降各个政权，特别是现代国家对民间教门长期持防范和打击的态度，所以“曲艺化”或者
“世俗化”或“去宗教化”就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另一种方式就是把这种仪式活动及信仰组织披上合法
宗教或制度化宗教的外衣，如本书第四章讲到他们将“洪三教”称为“道教”，第五章讲到的举行刘猛将
仪式活动的莲花庵、第六章里提到的猛将堂，其实就是清乾嘉时期朝廷下令严禁的漕运水手的罗教庵
堂之遗绪，也被今天的人们普遍视为佛教的系统。但一旦条件允许，像第八章揭示的那样，宣卷仍然
主要是在各个庙宇的仪式活动中进行。所以，宣卷活动稍微晚出，是晚明民间教门发展的产物。在这
一带地区，则可能与运河漕帮水手的罗教及漕帮解散后罗教的余绪有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书的一些总体结论做一些猜想。

以往我们对江南的认识，由于多利用地方志、文集和族谱这类代表士绅意识形态的文献，因此
我们对市镇、商业、大族颇多关注，这当然是江南社会的重要面相，却并不是全部面相；也正因此，

以往我们虽然认识到江南的水乡特点，但更多地还是从“岸上人”的思维去观察和分析，而较少真
正以“水乡”为本位。此外，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内部不同地区的历史过程也有差异，不能概而论
之。所以，当本书主要从田野调查入手而非首先从地方文献入手的时候，当研究者面对的是会首、

佛娘、宣卷艺人而非士大夫的时候，引发出的问题及观察视角就存在不同，这正是民俗学或人类学
的意义。当然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借助文献，不同的是文献中的另一些内容便映入我们的眼帘，并

４３ 民俗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明）陈让修、夏时正纂：《杭州府志》卷八《山川四·城外钱塘县》，明成化十一年刻本，第２４页下。
（明）莫旦纂：《吴江志》卷二十二《乐府·吴歌》，明弘治元年刊本。



显示出不同的意义。

佐藤认为，市镇对周围乡村统治力的削弱，或者镇－村关系的疏离，是时代变化所导致的。我
没有对江南地区的市镇、乡村及二者关系做过研究，不能对此看法做出评判，但至少可以认为，这
是从他所谓的娱乐圈和信仰圈的角度观察到的事实，从而可以引发我们对传统认识的重新思考。

我不清楚是否整个太湖流域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却会去想，传统上认为二者间那种密切的关系，无
论是一种从属关系还是一种互动关系，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如果存在，对其范围和程度究竟应该做
出怎样的估计。另外，作为低乡地区的吴江，在被密集的水网和圩田切割得十分破碎、规模一般都
不太大的村落，与县境内的四五个市镇之间的关系，是否可能有自己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如果这
种相对疏离的村镇关系属实的话，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又在多
大程度上是这个地方的历史连续性所致？

诚如科大卫所说，明清时期并未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开启江南的乡镇与村分化的空间。①

我也曾讨论过明清时期晋东南的“巨村为镇”。② 类似的是，弘治《吴江志》卷二“市镇”中也是把市
镇和大村并列描述的：“在城有县市，在乡有四镇，及凡村落之大者，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红尘
滃然，自朝至莫无虚日云。”其描述平望、黎里、同里、震泽时，用了“自成市井”“不减城市”这样的
词，然后接续描述了莫舍、充浦、吴溇、变杨、梅堰等１１个村，虽然不同的是他们多“务农业渔”“业圃
种蔬”，但也多说他们“自成市井”。除此之外，平望、同里、震泽等镇在宋元时期或为千户所，或为
水马驿站，或为仓场，或为收税的机构“务”之所在，在不同的范围内对境内乡村形成某种行政统属
关系，但到明代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在弘治《吴江志》卷五“风俗”里记载的乡村游神赛会活动，既没有提及刘猛将，也没有提及与
市镇寺庙的关系。比如每年正月初一，一都、二都、三都的人“呼集少壮，以眉目俊秀者为神仙，为
公子，则羽扇纶巾，锦衣花帽；以年纪强壮者为猎人，为斗将……妓女则高髻而云鬓，装扮古人节义
或孝顺故事。□余弱冠年少，皆衣锦绣，头插花朵，手执幡幢旗□杂物，遍走村落，歌颂太平，富家
皆劳以酒食。或两村之会相遇于途，则鼓舞趍走，自成行列，歌唱应答，亦自有情。观者如堵，欢声
动地”。六都的人在九月初一“共为灯会……呼集少壮会于八角亭上，装扮杂戏，鸣以锣鼓，手执华
灯，□夜□走村落，烂然而来，如星球万点，欢声动地。富家皆设酒食以劳之，至十五日而罢”。一、

二、三都在县城以北，都是距离县城很近的地区，六都在震泽以南，距县较远。这些地区乡村的赛
会活动似乎体现得更多的是村落之间的关系，而且各自有自己独特的仪式传统。

当然，以上都是一些泛泛的描述，其真实情况如何，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在《嘉定县事》一书
中，有关市镇的两个案例主要讨论了市镇兴起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市镇与周边乡村的关系。本书
从宣卷活动的角度切入，但没有讨论历史时期的其它方面，因此也还无法得到答案。就一般情况
而言，除了近代以后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影响以及由此具备地方行政管理职能的乡镇外，一般的
乡镇更多的是在商业集散和居民构成的意义上与周围乡村有异并因此发生联系，但它们并不一定
成为周围乡村的领袖或者代言人。

这样一种特点，与明清时期吴江的不同人群及社会的结构过程有怎样的关系，还需要再深入讨
论。至少，我们有理由假设，第一，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是否存在某种同质化的想象；第二，以往江
南研究沿着“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路径进行的市镇史研究，是不是理解江南社会的唯一路径？

［责任编辑　龙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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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科大卫：《韦伯有所不知：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与经济发展》，《明清社会与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６－
２３４页。

参见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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